
［收稿日期］!""# $ "% $ !"
［作者简介］张立文（#&%’ $），男，浙江温州人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，主要研究中国哲学、和合学。

论张璁的“大礼议”与改革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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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张璁继承永嘉功利学派的思想，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，进行了改革，并在清理勋戚

庄田、撤除镇守太监、清理吏治、倡廉反腐及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不称王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成功。

后人认为他事功似胜张居正一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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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璁是一位嘉靖初年清廉、刚正、智勇的，功在国家人民的政治家；是一位敢于撤除镇守太监、

清理勋戚庄田、澄清吏治的改革家；是一位严革贪风、倡廉反腐，足为后世楷模的纯臣贤相。

一

“大礼议”之争，是 ’""年来的公案。时至现代，仍然褒贬殊异，需予澄清。“大礼议”两方，一以
杨廷和等为代表，一以张璁等为代表。张璁发扬改革派王安石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

恤”的“三不足”精神，无惧政治风云的险恶，对大礼议首发“异议”，词严气壮，不悚不慑。支大伦说：

“大礼之议，肇于永嘉（张璁），而席（书）、桂（萼）诸君子和之，伦序昭然，名义甚正，自无可疑。杨廷

和上畏昭圣，下畏人言，力主《濮议》。诸卿佐复畏廷和之排击，附和雷同，莫敢抵牾。”［#］（/, #&"）时

杨廷和为首辅，不仅有迎立世宗之功，而且在武宗已死，世宗继未继间，总揽朝政，权倾朝野，而为世

宗所倚重。当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，“廷和检汉定陶王、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：‘是足为据，宜

尊孝宗曰皇考，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，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，自称侄皇帝名⋯⋯有异议者即

奸邪，当斩’。”［!］（//,’"%0 $ ’"%)）杨廷和为此所定的调子，非常专断，排斥一切异议，并把异议者定性

为“奸邪”，定罪为“当斩”。这个定性一直延续到明清以至近现代，一些人跟着杨廷和调子唱了 ’""
来年，可谓影响深远。

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的旨意，于正德十六年（#’!#年）五月初七会文武群臣上议，以汉定陶王
嗣成帝、宋濮安懿王之子嗣仁宗为据，尊孝宗为皇考，称兴献王为皇叔兴国大王。再议，群臣执如

初，几成定议。在这种情势下，谁敢冒“奸邪”之恶名，“当斩”之罪名。它关系着“异议者”一生的功

名利禄，以及身家性命。这对于一个刚中进士才两个月，无权无实职的观政礼部的张璁来说，提出

“异议”，岂不是鸡蛋碰石头！不仅要碰得头破血流，而且要把“奸邪”、“当斩”的恶名、罪名统统往自

己的头上戴，哪有这样不审时度势，“希意干进”、“志在逢迎”的人！

张璁“自少业举子时，即好读礼经”［%］，对《三礼》造诣颇深。在中进士前，于瑶溪山中罗峰书院

讲学授徒，已撰就《礼记章句》八卷，《周礼注疏》十二卷，《仪礼注疏》五卷。当“大礼议”起，即与同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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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部左侍郎王瓒私下言论毛澄所上议礼之非，王瓒深是其“继统不继嗣”之说，并于廷臣中加以揄

扬，杨廷和有所风闻，并恐其挠议，在言官连章弹劾王瓒“议礼多谬”后，授意吏部调瓒为南京吏部侍

郎。传播张璁观点的礼部左侍郎尚且是如此下场，观政礼部的芝麻官，其下场况不止于此了！而

“奸邪”、“当斩”之剑随时可加在他的头上。上不上《议大礼疏》不能不引起他的斟酌。他以赔上自

己身家性命的胆气和“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”［!］的良知，于此年七月毅然上疏，对杨廷和、毛澄

的论点、论据进行剖析毫里，擘肌分理。

首先，“《记》曰：‘礼非从天降也，非从地出也，人情而已失。’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，‘所以定亲

疏，决嫌疑，别异同，明是非也’”［"］。这是张璁“大礼议”的经典理论根据，亦是其衡量是非的标准

和出发点。既然圣人是缘人情而制礼，那末礼就要体现人情，以人情为尺度来规矩亲疏、嫌疑、异同

和是非，这是《礼记》中《礼问》和《曲礼》等篇的精神，亦是《三礼》的实质。《问丧》篇曰：“孝子之志

也，人情之实也，礼义之经也。非从天降也，非从地出也，人情而已矣。”［#］（$% &#"’上）。《曲礼》篇

曰：“夫礼者所以定亲疏，决嫌疑，别同异，明是非也，礼不妄说人。”［#］（$% &()&上）体现了礼对人的关

怀，即“仁者爱人”的内涵和意蕴。既然是“大礼议”，无疑要依据“礼”的经典文本的精神和规定，这

样才能使自己的议论立于不败之地。不久张璁复上疏进《大礼或问》。据载：“此疏未上时吏部主事

彭泽录之以遗内阁及礼部，并讽孚敬改变其说；孚敬不听，迳怀疏至左顺门呈进。杨廷和命修撰杨

继聪沮之不果。世宗见疏留中。廷和遂授意礼部尚书毛澄加尊兴献王、妃为帝、后。越数日，世宗

下孚敬疏交礼部会议。时重臣杨一清致仕居乡。阅邸报见此疏，即致书其门人吏部尚书乔宇，言：

‘张生此论，圣人不易，恐终当从之。’宇不听。十二月，廷和授意吏部调孚敬为南京刑部主事。尚书

石原癅谓孚敬曰：‘慎之，大礼说终当行也’。”［’］《大礼或问》对统与嗣的问题，据礼书而做了有理有

据的分析，对客问难做了合情合礼的回答，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威力，因此引起了杨廷和等人的恐慌，

亦获得杨一清、石癅等的赞同，以为是“圣人不易”之论。杨廷和一方面派人劝说、阻挠其上疏；另一

方面授意毛澄加尊兴献王、妃为帝、后，改变其原坚持的兴献王妃为皇叔父、母的主张；再方面“廷和

复倩人传语孚敬：子不应南官，但静处之，勿复为大礼说难我可耳”［’］。言外之意张璁可为京官，然

张璁并不为“不应南官”为京官而“卖论取官”。这种“下不负所学”的坚持真理而不怕围攻、丢官、扑

杀的精神以及其高尚的人格情操，是值得敬佩的，亦是值得今人学习的。

其次，《正典礼疏》曰：“夫汉之哀帝，宋之英宗，乃定陶王、濮王之子，当时成帝、仁宗无子，皆预

立为皇嗣，而养之于宫中，是尝为人后者也。故师丹、司马光之论，施于彼一时犹可。今武宗皇帝已

嗣孝宗十有七年，比于崩殂，而廷臣遵祖训，奉遗诏，迎取皇上入继大统，岂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

天下之天下也”［*］。司马光曾于英宗治平二年（&+#"年）上 子：“设使仁宗尚御天下，濮王亦万福，
当是之时，命陛下为皇子，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！若先帝在则称伯，没则称父，臣计陛下必不为此

行也。以此言之，濮王当称皇伯，又何疑矣。”［,］（$% !’*）英宗作为濮王之子已过继给孝宗，作为孝宗

之子，并立为皇嗣。孝宗在世时称濮王为伯，死后又称濮王为父，显然不合理。礼者，理也，亦不合

礼。杨廷和、毛澄引程颐《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》作为称兴献王、妃为皇叔父、母的理

论根据。其实，程颐此疏与司马光的 子并无不同。相反，程颐特别指出：“先王制礼，本缘人情，既

明大义以正统绪，复存至情以尽人心。”［&+］（$% "&#）并不否定人情。不过程颐说：“窃以濮王之生陛

下，而仁宗皇帝以陛下为嗣，承祖宗大统，则仁庙陛下之皇考；陛下仁庙之适子，濮王陛下所生之父，

于属为伯，陛下濮王出继之子，于属为侄。此天地大义，生人大伦，如乾坤定位，不可得而变易者

也。”［&+］（$%"&#）杨廷和、毛澄以汉定陶王、宋濮王“是足为据”，事实上却不足为据，因为他们歪曲了

司马光、程颐《 子》和《疏》的原意和“出继”之后的礼。在中国古代民间某人之子过继给某人后，应

称过继后之父为父，即“为人后者为之子”。世宗既不存在“出继”给孝宗为子的问题，亦不存在孝宗

无子而需要世宗过继为子的问题。孝宗有子武宗，并在位 &’年，这与司马光、程颐所上《 子》和
《疏》的情况完全不同。无疑不能以此为据，也不能对此有异议者为“奸邪”、“当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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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张璁《正曲礼疏》曰：“臣伏读祖训曰：‘凡朝廷无皇子，必兄终弟及。’夫孝宗，兴献王兄也，

兴献王，孝宗亲弟也，皇上，兴献王长子也。今武宗无嗣，以次属及，则皇上之有天下，真犹高皇帝相

授受者也。故遗诏直曰：‘兴献王子伦序当立’，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，比之预立为嗣，养之宫中者，

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”［!］。廷臣遵武宗无子，兄终弟及的祖训，奉遗诏，以世宗入继大统，而非继

嗣，即没有预立为孝宗后，嗣养于宫中。所以遗诏直曰：“兴献王子伦序当立。”这是继统武宗，而不

是继嗣孝宗。“故在皇上直谓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，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。或以大统

不可绝为说者，则将继孝宗乎？继武宗乎？夫统与嗣不同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。汉文帝承惠帝之后

则以弟继；宣帝承昭帝之后，则以兄孙继。”［!］不必强夺其父子之亲，缘人情以制礼，“非人情则非

礼”。若以世宗为继嗣，则不仅“不稽古礼之大经”，而且“不守祖宗之明训”。

第四，《正典礼疏》曰：“夫兴献王往矣，称之以皇叔父，鬼神固不能无疑也。今圣母之迎也，称皇

叔母，则当以君臣礼见，恐子无臣母之义。《礼》：‘长子不得为人后。’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，利天

下而为人后，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”［!］。若以世宗的亲生母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，就不能以

母子之礼相见，而以君臣之礼相见。这样就“恐子无臣母之义”了。据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之礼，

长子不得“出继”为人后，否则自己就无继嗣。再者，兴献王只生世宗一子，便无“出断”之理，只能是

兄终弟及的继统，即继朱家祖宗之天下。若继嗣孝宗，就使世宗自绝其亲了，于礼不当。“夫人必各

本于父母而无二，议礼者亦惟体之于心而已。”［!］

张璁《正典礼疏》遵祖训，据古礼，词严气壮，卒破千古之谬。然而群臣内倚昭圣慈寿皇太后（孝

宗皇后），“外党成议，群击排公（指张璁）”。张璁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，他在《正典礼第二疏》中谓：

“廷臣乃固执汉定陶王、宋濮王故事，台谏不能开陈，交章击臣，目为谄谀，诋为希进，有识之士，皆钳

口畏祸，无复敢献，遂使万世公议，阻于上闻。夫礼以非礼为非，而非礼亦以礼为非。”［"］张璁也终

于在正德十六年（#$%#年）被排斥出京。
张璁任南京刑部主事期间与桂萼、胡铎相互考证经史，辨析大礼议，取得共识。嘉靖三年（#$%"

年）张璁和桂萼再奉召赴京集议大礼。到京后张翀等 &’余人连章弹劾张、桂两人，并汇送刑部，尚
书赵鉴即列张、桂等罪请，“且私相语曰：‘倘上亦云是，即扑杀之’”［##］（() $’!!）。张璁等并未动摇，

上疏列举礼官欺妄十三事：“一曰三代以前无立后之礼；二曰祖训亦无立后；三曰孔子射于矍圃，斥

为人后者；四曰武宗遗诏不言继嗣；五曰礼轻本生父母；六曰祖训侄称天子为伯叔父；七曰汉宣帝、

光武俱为其父立皇考庙；八曰朱熹尝论定陶事为坏礼；九曰古者迁国载主；十曰祖训皇后治内，外事

无得干预；十一曰皇上失行寿安皇太后三年丧；十二曰新颁诏令决宜重改；十三台谏连名上疏，势有

所迫，皆条列礼官欺妄之罪。”［*］此年九月，诏礼部尚书席书及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与群臣辩议，正名

定分，称号遂定。当月，张璁以大礼告成，上疏请放归田里。“臣与桂萼等生不同方，官不同署，窃见

一时轻议，有乖万世纲常，是以见同论同，遂不嫌于犯众；理直气直，乃不觉于成仇。幸获圣明，难胜

众口。伏蒙特旨，升臣以学士之官，责臣以备讲之任，彼时不辞，无以明微臣之志，终辞无以答圣明

之心。今明诏重颁，大礼攸定，实皆出自圣明裁断，非臣愚昧所能与也⋯⋯此臣等所以义在当去而

不苟容者也。况学士之官，居切近之地，臣学不足以当经筵讲读，才不足以效史馆编纂，原非窃禄之

官，深怀素餐之耻。伏乞将臣放归田里，免玷班行。”［#%］表明其“下不负所学”，明“万世纲常”而非

“窃禄之官”的堂堂正正的心志；其放归田里的心愿，从其后任首辅期间四起四落来看!，凡辞职、罢

职，决不观望停留，即起身回归田里，其心愿是真诚的。

张璁在“大礼议”中援经据礼，旁引曲证，根情极理，无懈可击。至于左顺门事件后五品以下官

员被杖或被杖死，咎在世宗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，人们不敢将此归咎于皇帝，而把所有怨恨发泄到

张璁、桂萼等人身上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再者，挑起“大礼议”论辩的并非张璁，而是杨廷和、毛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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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他们不据古礼，曲解汉定陶王、宋濮王故事，并预先宣示“有异议者即奸邪，当斩”，无疑要引起熟

稔古礼而又正直之士的异议和据礼力争，其咎不在张璁、王瓒、霍韬、席书、方献夫、桂萼、黄绾、黄宗

明等人。若以咎在他们，真可谓非礼（理）者以礼（理）为非了。

二

张璁生当明中叶。明自“土木之变”后，社会危机逐渐加剧。认为“大礼议”中张璁及方献夫、黄

宗明、黄绾等!“所论良是”的王守仁，对当时天下大势，犹如沉疴积痿有深切体认。他说：“今天下

波颓风靡，为日已久，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。”［!"］社会的冲突和危机已到了病危将死的时候，不改

革便难以为继了。

张璁生活在永嘉功利学派的文化氛围之中，受功利思想的熏陶，对社会所存在的弊端，按功利

学派思想，提出了改革主张。当时社会最突出的冲突是贫富不均的加剧，土地兼并的严重，大批丧

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，而为流民，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 #$$余万，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于是农
民暴动接踵而起，社会失序，岌岌可危。基于此，张璁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

步恶化，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。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、数量最大的是皇宫、王府、勋戚等所占有

的庄田。明仁宗建立皇庄，到武宗时已增至 %$$多处，正德九年（!&!’年）仅畿内皇庄就占地 "(&)’
顷。藩王、勋戚、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，到弘治二年（!’*)）庄田有 ""%处，占地 ""$$$余顷。
“为民厉者，莫如皇庄及诸王、勋戚、中官庄田为甚”［!’］（+, !**#），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：

“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，天下额田已减强半，而湖广、河南、广东失额尤多。非拨给于王府，则欺隐

于猾民”［!’］（+,!**%）。这就是说，赋田约减少了 ’%( 万顷。世宗即位后，为革此弊政，稳定社会秩
序，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，而宦戚辈中挠，世宗犹豫，收效甚微。张璁入阁后，坚决清理庄田，并由畿

辅扩大到各省，由庄田兼及僧寺产生。至嘉靖九年（!&"$年），查勘京畿勋戚庄田 &%*处，计 &(’$$
余顷，其中 %#$$$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。撤回管庄军校，严定禁革事例，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，违
者问罪充军，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。这样相对地缓和了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，于社会安定有

所裨益"。此其一。

明代弊政之患，患在宦官专权乱政。它不仅造成政府和官吏的腐败，而且带来统治集团内部激

烈冲突和政局动乱，激化了社会各个层面危机的爆发。朱元璋为根绝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，严禁其

“干预政事，预者斩”［!&］（+,((#&）。自朱棣始，宦官便拥有“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事诸大

权”［!&］（+,((##），并置特务机构“东厂”。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，国几倾覆；武宗间，宦官刘瑾专权，势

焰天下。皇帝深居内宫，国家政事由内阁票拟提出处理意见，后送司礼监太监（司礼监在宫内设大

小衙门 %’个），由司礼监上奏皇帝“朱批”。皇帝往往不管而由司礼监代“朱批”，作为“圣旨”执行。
这样就在皇帝和臣民之间设置了一道关卡，并在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，掌握军政大

权，形成了宦官全国统治网络。他们依仗皇帝，结党营私；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；陷害大臣，鱼肉人

民；大肆搜刮，举国不宁。镇守太监不仅职掌军事、行政、监察、司法等大权，而且以报效朝廷为名，

巧立“进奉”、“孝顺”等名目，残酷盘剥人民。武宗时各地都有定额“进奉”的银数#。世宗虽知其

弊，但惜其“进奉”而不决。张璁痛恨宦官专权，祸国殃民。他入阁后一再向世宗上疏，请求坚决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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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武宗时定进奉银数为：南京年 !&万两，西广年 !"万两，湖广年 !!万两，四川年 )万两，河南年 *万两，陕西年 (万两，山东、
山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西各有等差。宦官往往以多出“进奉”银数的五倍至十倍，进行剥夺，而民不堪命。

参见张宪文《张璁年谱导言》，第 "’ - "&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!)))年版。

张璁与王守仁早有交往：正德十一年（!&!#）张氏拟应吏部选经过南京，谒鸿胪寺卿守仁，相见甚欢，得其书于画面的《敬一
诗》，张氏作《咏万诗》以酬，唐长孺先生在 %$世纪 &$年代得之于北京琉璃厂肆，作《跋明张璁书扇》以记其事（《学林漫录》第
!!集，!)*&）。赞同张氏大礼议的方献夫、黄宗明、黄绾为守仁学生，张氏外甥王激亦守仁门人，席书、霍韬等曾就“大礼议”
致书向守仁请教。张璁任首辅，荐守仁。



除镇守太监。要求世宗“断然”为之，“使百年流毒，一旦顿除，四海生民，以此乐业”［!"］。终于世宗

下诏“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，终四十余年不复设，故内臣之势，惟嘉靖朝少杀云”［!#］

（$%&&’#）!。减少了宦官弄权、凌辱官吏，蹂躏人民的痛苦和祸害，张璁之功不可没。黄光升《昭代典

则》载：“张公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，土官得行其志，黎庶得安其寝，天下鼓舞若更

生，其功万世不可泯也。”这非溢美之辞，而是当时的事实。此其二。

官吏的贪赃枉法，是政治腐败，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，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。张璁对贪官

污吏，刻剥人民，疾恶如仇。《世宗实录》载：“‘（张璁对世宗说）今之监司，苞苴公行，称为常例，簠簋

不饬，恬然成风，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。⋯⋯上下重征，掊克在位，皇上虽有忧民之心而泽不下

究，故清明之治卒不可成。臣见每年进表，三年朝觐，［地方］官率以馈送京官，向民科敛，小民怨声

载道，上干天和，叠见灾异，皆赃夫之冒所致，宜严加禁约，犯者勿赦。’上曰：‘前后所奏，皆欲革贪风

以隆治道，迩来贪墨成风，外官剥下奉上，民穷财尽，实由于此。都察院其严禁察访，犯者并以赃

论。’”［!&］地方官为贿赂京官，搜刮民财，以至 挞诛求，民穷无法生活，那有不为盗的。张璁认为，

治国之道，以爱民为先，愿治之君，必严于赃禁。贪墨成风，其根源在于内阁。内阁是政本所在，即

最高统治机构的核心。内阁贪赃，则部院和地方就肆无忌惮，无所不贪了。

张璁入阁后，认为严革贪风，必须从内阁做起。于是他约会桂萼、方献夫、霍韬、黄绾、熊浃等，

告诫他们：我们居此要职，若不各修本职以收治平之功，是负吾君，获罪于天。要他们自律。张璁更

严以自律，持身特廉。为杜绝贪风，澄清吏治，他上疏请严内阁禁约：一是“兹凡各衙门事务在臣当

与闻者，止应议于公朝，不得谋于私室”［!(］。公事公办，议于公朝，有透明度。不谋于私室，不搞黑

箱操作，以免以公谋私、假公济私；二是“如有贤士当接及以善言相告以忠益者，自宜礼见公署”

［!(］。以免借“善言相告”之名，而行请托私事之实，亦避结党营私之嫌；三是“其有候门投送私书兼

行馈谒者，乞敕缉事衙门访捕拿问”［!(］。凡投私书和馈送财物（今之“送礼”）的，一律由缉事衙门

逮捕拿问；四是“臣尝有戒子侄诗刊示，仍恐间有未能体臣之心、遵臣之训者，有司当绳以法，勿得容

情。候命下之日，转行原籍禁谕，庶得杜绝蔽风，保全名节”［!(］。此四项，光明正大，光照日月。

张璁作为首辅（宰相），他“刚明峻洁，一心奉公”，身体力行，政本清端。嘉靖十年（!#)!年），吏
部侍郎徐缙徇私纳贿，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，徐求解脱，投书行贿于张璁，张发其私。由“法司同证

成缙贿孚敬事，黜为民”［!’］，朝士悚懔。从是，京官和地方官贪赃枉法较为收敛。“在阁十年，不进

一内臣，不容一私谒，不滥荫一子侄，吏兵文武二选，所指为内阁质库者，未尝有 芥之私”［*+］

（$%*,)）。一身正气，光明磊落。“皇上试召吏部官问之曰：张孚敬自入阁以来，曾专主行取某官为私

人开侥幸门，坏祖宗选法者乎？召户部官问之曰：张孚敬自入阁以来，曾专主盐引卖窝、买窝为奸商

作盗贼主，坏祖宗边储之法者乎？召兵部官问之曰：张孚敬自入阁以来，曾专主某钻求将官任其镇、

某钻求将官任某营，坏祖宗择将之法者乎？有一于此，臣罪当诛也。”［*!］这种无私无畏，刚正不阿

的态度，为时之楷模。

张璁大礼议，罢撤天下镇守太监、清理勋戚庄田、严革贪风等改革，确实“得罪”了很多人，损害

皇亲国戚、太监官吏的既得利益，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，弹章不绝。但由于他一切秉公，两袖清

风，亦奈何他不得。张璁几次致仕离京，“衣囊一箧，已渡潞河，既有温旨，旋踵复入，以行李鲜，而内

顾轻也”［*+］（$% *,)）。犹如一介寒儒。李贽《续藏书》曾引《永史》（明支大伦：《永·昭二陵编年信

史》），把张璁与嘉靖朝名相徐阶做了比较：“嘉靖末年，华亭（徐阶）当国，世亦共以为贤，然庄田美屋

跨州郡，出京之日，大车几百辆，弥月不辍，方舟而下，连数百艘，于文忠何如也！霍文敏素伉直，不

轻予人，而独重文忠以此”［*+］（$$%*,) - *,,）。嘉靖十年（!#)!年）张璁任首辅致仕还乡，家中只有祖
遗薄田 )+亩，“祖庐三五间，莫避风雨”，只得在瑶溪山中贞义书院旁筑舍几间，为长子张逊志完婚。

"! 浙江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 第 )*卷

!“罢四川镇守中官（太监）。帝既罢云南中官，至是，四川继之，寻，浙江、湖广、福建、两广及独石、万全、永宁皆罢。凡内臣之
为镇守者，先后撤除殆尽。”（《明鉴纲目》卷六，世宗，嘉靖十年三月）



以后张璁于嘉靖十一年（!"#$年）、十四年（!"#"年）致仕归里，也都住在此搭盖的边屋里，这与徐阶
“庄田美屋跨州郡”，有天壤之别。《明史·本传》谓：“持身特廉，痛恶赃吏，一时苞苴路绝。”［$$］

（%&"!’(）而收杜绝行贿，标本兼治之功。此其三。

张璁在入阁前，便致力于改革。他目睹明代积弊，社会危机，而排除万难，清政本，杜请谒，重诰

制，平潞贼，定服制等。清政本必须申明宪纲，严肃法纪，分清法司与厂、卫职权。张璁在《申明宪纲

疏》中指出：“近来官非其人，法多废弛。”因此，他先后两次罢黜、更换不称职的御史和巡按御史 $"
人!。此疏申明宪纲：“一、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官、各道监察御史、吏典，但有不公不法等

事，许互相纠举。二、监察御史巡历去处，不许出郭迎接。三、近来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见莅任，交代

者旬月不出省城，今后御史点差，各照水程赴任，违限怠事定行参究。四、监察御史巡历去处，如有

陈告官吏不法等事，须要亲行追问。近有不待陈告专事访察者，亦有不亲受理转委下司者，今后不

许访察滥及无辜。五、近来荐举滥加于庸流，弹劾下及于丞尉，今后历任年深政绩卓著者方许保举，

五品以上赃迹显著者指实参奏。六、风宪之官当存心忠厚，立法贵严，用刑贵宽，凡一切酷刑之具，

皆宜屏去不用；巡按不许多带人马随行，凡设彩铺毡无名供馈之属，一切不用，其有分外奉承者，定

治以罪，庶免小民供亿之繁。”［$#］这些规定，纠时弊，严法纪，定规范，明职责，切实可行，具有现实

的价值和意义，于现代亦有启迪和借鉴作用。此其四。

当时东厂、锦衣卫横行霸道，越权审捕，厂、卫与法司职权不分，造成种种弊端。张璁上疏严分

厂、卫与法司职权，凡贪官冤狱，由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事法司机构提问审明，如有隐情曲法，听厂、卫

觉察上闻；凡盗贼奸宄，由厂、卫缉访捕获，在审问明白后仍送法司拟罪，不得擅权坏法。世宗“深以

为然，诏议行”，便限制了厂、卫的胡作非为。此其五。

科举制度是培养、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。张璁认为，为了罗致才贤，恢张治化，必须改革科举积

弊。由于“各省乡试教职考官”皆出于私荐，外帘之官得以预结生徒，“密通关节，干预去取，获隽之

士，多系权贵知识子弟，不公之弊，莫甚于斯”［$)］。并提出改革措施：“一曰正文体”，“二曰明实

录”，“三曰慎考官”。对改革科举制度有积极作用。并以身作则，后与詹事霍韬同主考己丑会试，张

璁以荐贤为公，不欲桃李自私，戒诸士不许修弟子礼，诸士遂无复执雉门下者。王士祯说：“唐人、五

代最重座主门生之礼，明代尤甚。万历中，门户既成，一为师生，终身以之，惟嘉靖八年（!"$*年），
张璁、霍韬为主考，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。”［$"］（%& !’）张璁、霍韬作为主考官，“谆谕诸士，不可以门

生座主结私恩而忘大义。超俗之见，时所仅闻。”［$+］（%&!,#）张璁一生刚正无私，不因主考会试，结私

恩，收门生，一革唐以来的陋习歪风，增强了会试的公正性。此其六。

张璁任内阁首辅以后，嘉靖九年（!"#(年）上《议孔子祀典疏》：“臣窃维无师孔子，有功德于天
下万世，其祀典尚有未安者，不可不正。臣谨采今昔儒臣所议，上请圣明垂览，仍行礼部通行集议，

一洗前代相习之陋，永为百世可遵之典。”［$,］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，汉武帝采董仲舒建议，“罢黜百

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学便成为中国宗法社会正统的意识形态。历代皇帝给孔子谥以各种封号，汉平帝

封为“褒成宣尼公”，北魏封为“文圣尼父”，唐封为“文宣王”，元成宗封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谥封不过

“公”、“王”，与世俗公、王无别。张璁认为，“孔子祀典自唐、宋以来，溷乱至今，未有能正之者。今宜

称先圣先师而不称王，祀宇宜称庙而不称殿。”［$’］遭诸多反对，于是张璁又著《孔子典祀或问》奏

上，“［世宗］嘉其论议详正，下礼部令速集议以闻”［$’］。便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不称王，祀宇宜

称庙而不称殿。葛守礼说：“国家孔子之庙号犹袭称封谥，公（张璁）言非古也，且非实能追尊孔子

者，请易大成文宣王之谥，特称至圣先师孔子，易殿以庙，易像以主。一时毁圣之议，蜂然四起，至有

投劾去以为高者。公持正论益坚，不为撼。又为定其配祀笾豆、爵尊、乐舞品式。建启圣词，定配，

颁行国学暨天下郡县。天子为之皮弁服谒拜行释奠礼。于是千古陋风，一旦赫然丕变，而吾夫子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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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《明通鉴》卷五十三，嘉靖六年九月戊寅条载：“张璁以署教察院，复考察各道不职御史王璜等十二人。先是，璁以京察及言
官互纠，已黜御史十三人。”



名益尊，道益重，圣朝隆师之礼益卓绝无以尚。”［!"］（#$ %&’）于是孔子“名益尊”，“道益重”，隆师之礼

亦更受重视。由此，确定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“至圣先师”的价值和地位，张璁之功大矣。此其七。

清理勋戚庄田，罢撤镇守太监，严革贪赃枉法，严肃监察制度，严分厂、卫与法司职权，改革科举

之弊，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，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，均是其改革措施的荦荦之大者。这些改革利国

利民，但不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。利害相关，未免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和攻击。在这里，几乎每一项

改革都遭到人身攻击，但因其“一心忠于朝廷，绝癆芥私也”［(’］（#$ %&)），所以知难而进，勇往直前。

项乔评说：“［张璁］有赤心报国之忠，有知进知退之哲，有百折不回之刚，有一介不取之节，有龙咆虎

啸之威，有风过霆驰之捷。君子恃之以无恐，小人惮之而魄夺。”［(%］这是对张璁崇高人格和严励政

风的描述。

后人曾将张璁和张居正做了比较!。李维桢说：“继公（张璁）而兴，阁臣有江陵（张居正）与公

姓同、谥同，元辅相少主同，锐意任事同。公得君诚专，为众所侧目，癰杌不安。身后七十余年，名乃

愈彰。其以危身奉上称忠，与江陵又同。江陵没而遭祸，近渐有讼言其功者⋯⋯要之，两张文忠易

地则皆然也。”［(!］（#$(*+&）。张居正亦推许张璁：“江陵于《世宗实录》，极推许永嘉（张璁），盖其才术

相似，故心仪而癱之赞叹。”［((］（#$!’*）张璁与张居正有四同：同姓张，同谥文忠，同辅相少主，同事上

忠，又可加同是“赫然名臣”［(!］（#$(*+&）。

人无完人。张璁作为一个世俗的人，有其过失：其作为一个历史上改革家，有其历史的局限"。

然而，瑕不掩瑜，对于在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纯臣贤相，是应该予以纪念的；其

改革精神和“持身特廉”，是值得今人学习的；其“勇于任事，不避嫌怨”的作风，亦为现代之楷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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